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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言管理是社会语言学或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的一个分支，国外学界对它的研究历史不长，我国学界对它

的研究则更少。为此，本文主要围绕“什么是语言管理”“语言管理有何特点”“语言能管理吗”“语言需要管理吗”以及

“如何看待语言管理”5 个基本问题展开分析，以便让更多的国人了解和参与语言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进而为我国语言政

策的制定以及语言生活的管理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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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f Five Basic Questions about Languag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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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management ( LM) is a subset of sociolinguistics or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 LPP) ． The academic study of
LM began merely from 1970s，with Czech，Australia，Israel，USA and Japan advancing ahead in the world． However，such
study has not been much conducted in China． Thus，this paper is to make an analysis of，and supply answers to，the following
five basic questions with respect to LM: What is LM? What features does LM have? Can language be managed? Does language
need management? How do we look at LM? Hopefully，the paper will arouse more people’s interests in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LM in China，so that more useful findings about LM can be offered to language policy makers and language managers in China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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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管理是社会语言学或语言政策及规划学

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目前对语言管理研究比较

多的国家有捷克、澳大利亚、以色列、美国和日本

等。语言管理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Language
Management Symposia) 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分别

在澳大利亚( 2008 ) 、日本( 2011、2015 和 2019 ) 、
捷克( 2013 ) 和德国( 2017 ) 召开过 6 届。国内对

语言管理的研究甚少，为更全面且深入地梳理和

论述语言管理，本文拟就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进行阐述和分析。

1 何为语言管理
1． 1“管理”一词的理解

英文的“管理”一词源自拉丁语词汇 manus
( 手) ，其本义是“车夫通过手握缰绳来控制马车，

使其在正道上行驶”( Peel 1993: 1) 。如今“管理”
是“为了使所有的相关人员能够高效地完成各自的

任务而所进行的协调过程”，其中包括“规划”“组

织”“引导”和“控制”( Ｒobbins，Coulter 2002: 6，8) 。
其实，管理作为一种人类行为自古有之，但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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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学科，即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那才是近

几十年的事情。当今，管理学存在于各行各业，如

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信息管理，语言领域也不例

外，即语言管理。
1． 2 语言管理的定义

费什曼( Fishman 1971 ) 很早就提出过“语言

( 管理) 行为”( behavior toward language) 概念，并

认为这 是 一 种 元 语 言 行 为 ( metalinguistic beha-
vior) ，即人对语言的一种下意识管理行为，但他

并没有对语言管理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后

来，诺伊斯图普尼提出“语言匡正”( linguistic cor-
rection) 概念( Neustupn 1978 ) 。在此基础上，颜

诺与诺伊斯图普尼提出“语言管理”一词 ( Jer-
nudd，Neustupn 1987 ) 。他们认为，语言管理是

对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互动”及“语言体系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问题所采取的匡正措施。“语

言互动”属微观行为，而“语言体系发展”则是宏

观行为。当初，他们是想借用“语言管理”一词来

代替“语言规划”术语，因为那时不少人认为语言

规划特指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许多国家对本国语

言问题采取的处理措施( 同上: 71 ) 。可见，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把“语言管理”和“语言规划”视为

同义词，并在“语言规划为了谁?”一文中混用这

两个术语。所以，有人( 如 Kuo，Jernudd 1993) 认

为语言管理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新概念。
之后，诺伊斯图普尼等( Neustupn，Nekvapil

2003; Nekvapil 2006; Nekvapil，Nekula 2006) 对语

言管理的概念进行解释和细化。他们认为语言的

使用包含两个过程: 第一是语言的“表达”( pro-
duction) 与“理解”( reception) 过程; 第二是针对语

言的“表达”与“理解”采取的匡正过程。第二个

过程就是语言管理过程。但是，奈克瓦皮尔和谢

尔曼后来又扩大语言管理的内涵: “语言管理的

含义很广，它囊括任何有关语言及其交际的活

动”( Nekvapil，Sherman 2015: 6) 。
最近，斯波斯基( Spolsky 2004，2009) 认为，语

言管理与语言实践、语言信仰( 或语言意识形态)

一道构成语言政策，故语言管理是语言政策的 3
个成分之一。语言管理是指“某些拥有或声称拥

有特权的人或团体为了改变语言域( language do-
main) 中人们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而付出的显

性的或可见的努力”( 斯波斯基 2016: 6 ) 。改变

人们的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就是改变人们的不良

或不当语言行为和观念，可见，语言管理是了解和

实施语言政策的关键。但是，在该术语的理解与

应用方面，斯波斯基认为“任何有关语言管理的

决策也可算作是一种语言政策”( 同上 2016: 7 ) ，

故他在《语言管理》一书中有时就混用语言政策

和语言管理两个术语。
综上所述，学界对语言管理的理解存在一些

分歧。于是，Sanden( 2014 ) 把语言管理的定义分

为 3 类: 第一是颜诺等人提出的，把语言管理看作

一种理论———语言管理理论 ( Language Manage-
ment Theory，简称 LMT) 。第二是斯波斯基提出

的，把语言管理视为一个次概念，即“语言政策”
大概念下面的一个小概念。第三是商学专家( 如

Marschan-Piekkari et al． 1999 ) 提出的，把语言管

理视为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一种商业策略工具，即

强调多语环境下公司语言( corporate language) 的

使用。Sanden 的分类有一定道理，但他过于强调

上述各派对语言管理定义的差异。相反，我们应

该突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这才有利于我们在阅

读他们的文献以及研究时不会对语言管理产生误

解和误读。诚然，上述各种语言管理的定义有差

异，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其实

是大同小异。为更好地理解语言管理的含义，我

们最好把它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两个术语结合

起来进行梳理，并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分析

语言管理的内涵。
从狭义上说，语言管理不同于语言规划或语

言政策，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含义基本上

是一致的”( 张治国 2014: 25) 。此外，语言学界对

语言管理有两派不同的观点: 一派以颜诺、诺伊斯

图普尼和奈克瓦皮尔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管理

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而语言规划属于后者，

是语言管理的一部分( 见图1左) ; 另一派是以斯波

斯基为代表，他认为语言管理是语言政策的一部

分，换句话说，语言政策是上义词，语言管理是下

义词( 见图1右) 。可见，前一派眼中的语言管理比

后一派眼中的语言管理在研究范围上要大，因为

斯波斯基提出的语言管理是“没有包含微观层

面”的语言管理( Nekvapil 2006) 。
从广义上说，人们把上述第一派心目中语言

管理的内涵缩小了，而把第二派心目中语言管理

的内涵扩大了。于是，语言管理与语言规划和语

言政策被视为同义词，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和

混用( 见图2 ) 。例如，国家通过宪法或其他法律来

确定本国国语或官方语言的举措可以说是语言管

理案例，也可以说是语言规划案例，还可以说是语

言政策案例。当我们在阅读上述两派人物有关语

言管理的文献时会发现，他们在给出语言管理的

定义时，往往是从狭义出发，而在使用该术语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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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从广义上来理解。

图1 “语言管理”概念( 狭义) 理解图 图2 “语言管理”概念( 广义) 理解图

在厘清语言管理的定义后，我们不难明白语

言管理的主客体: 语言管理的主体，即语言管理

者，可以是团体 ( 如议会、政府、法院、机构或企

业) ，也可以是个体( 如行政官员或家庭成员) ，但

他们都必须“拥有或声称拥有特权”; 语言管理的

客体或对象是语言使用者和语言本身，前者指社

会上各领域所有的语言使用者，而后者则包括语

库中的语种、变体、语体、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

等内容。
1． 3 语言管理理论的发展

人类自从有语言就开始对它进行或多或少、
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管理，但人类对语言管理的

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它是在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

发展之后才逐渐兴起的。1966 年在美国佛吉尼

亚州的艾莱( Airlie) 召开世界应用语言学会议，后

来费什曼等人( Fishman et al． 1968 ) 根据一些主

要发言人的稿件编撰成《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

题》一书，从而开启语言管理的学术研究。但真

正的语言管理理论研究是从 20 世纪 70、80 年代

才开 始 的。颜 诺 和 诺 伊 斯 图 普 尼 ( Jernudd，

Neustupn 1987) 的“语言规划为了谁?”一文被公

认为语言管理理论的开山之作和经典之作，该文

阐明语言管理的概念、分类、过程及利益等内容。
之后，库帕( Cooper 1989) 梳理以下几个术语间的

关系: 当语言使用“偏离”( deviate ) 语言“规范”
( norm) 时，这就意味着社会上出现“语言问题”;

对这些语言问题的宏观关注与处理是“语言规

划”; 对这些语言问题的宏观与微观关注与处理

是“语言对待”( language treatment) ; 语言问题的

对待及语言规范的制定是“语言匡正”或“语言管

理”。后 来，奈 克 瓦 皮 尔 ( Nekvapil 2000，2006，

2016) 又进一步解释语言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

展。最近，斯波斯基( Spolsky 2009) 在前人的研究

基础上把“语言域”概念( Fishman 1972) 、“语言

管理的分类”理论 ( Jernudd，Neustupny 1987 ) 、
“言语民族学理论”( Hymes 1974) 、“语言社区”理

论( Hockett 1958 ) 以及他自己的“语言政策三成

分”理论结合起来，提出比较完整的语言管理理论

框架体系，并成为“第一个撰写语言管理专著之

人”。总而言之，语言管理“理论发展缓慢，这足以

说明该领域研究的难度”( 斯波斯基 2016: 2) 。

2 语言管理有何特点
第一，语言管理的内容具有分类性。根据语

言管理的内容及性质，颜诺和诺伊斯图普尼( Jer-
nudd，Neustupn 1987) 将语言管理分为个体化语

言管理或简单语言管理和组织化语言管理或机构

语言管理。后来，一些学者( 如 Neustupn，Nek-
vapil 2003; Spolsky 2009; Nekvapil，Sherman 2015)

对这一划分进一步解释和推广。若把语言管理的

语言客体看成是“话语”，那语言管理的任务就是

“话语匡正”，属简单或个体化语言管理。若把语

言管理的语言客体视为“语言系统”，那语言管理

的任务就是“系统匡正”，属组织化语言管理。可

见，个体化语言管理是个体对自己( self-manage-
ment) 或他者( other-management) 的语言实践所进

行的直接管理，以便达到“顺应”的效果。这种管

理由于被管理者人数很少，管理起来比较简单，故

名简单语言管理。组织化语言管理是指家庭、单
位、乃至国家或超国家组织等语言域中某些人通

过做出相关决定来对另一些人的语言实践所进行

的干预或指导，这种管理涉及到的人较多，而且，

具有间接性、复杂性和难度大等特点。尽管组织

化语言管理的范围和影响都更大，但它还是始于

个体化语言管理。另外，个体化语言管理偏向微

观管理，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而组织化语言

管理侧重宏观管理，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个

体化语言管理往往发生在某一具体的语言互动

中，它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下意识的，而组织

化语言管理则通常出现于某个语言域中，它一般

都是有准备和有目的的。
第二，语言管理的发展具有过程性。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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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斯图普尼( Neustupn 1985 ) 最早提出来的，

后来 几 位 学 者 ( Jernudd，Neustupn 1987; Neus-
tupn，Nekvapil 2003; Nekvapil 2006; Nekvapil，
Sherman 2015) 给予适当的解释和推广。不管是

个体化语言管理( 即微观管理) ，还是组织化语言

管理( 即宏观管理) ，“它们的操作过程都是相同

的”( Cooper 1989: 37 ) ，都要经历以下 4 个过程:

发现问题( note) 、评价问题( evaluate) 、调整计划

( adjust) 和实施计划( implement) ，进而形成语言

管理循环 ( language management cycle ) 。语言管

理是一个过程管理，缺少上述 4 个环节中任何一

个的管理都不能算是成功或合格的语言管理。
第三，语言管理的利益具有多重性。每个语

言群体或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因此，语言管

理的结果对社会各语言群体或个人利益的影响也

是不同的，而且，这些利益的影响具有“多重性”:

首先，同一个语言管理措施的出台可能对不同的

社会语言群体或个人带来大小不同的利益。例

如，语言净化的管理措施可能损害某些教育程度

较低人群的利益。其次，即使是同样的社会语言

群体或个人，其利益也可能因语言管理过程的不

同而不同( Jernudd，Neustupn 1987) 。例如，发现

某语言的濒危与拯救该语言的行为对其他语言使

用者所带来的利益影响是不同的。尽管世上不存

在完全中立，且没有利益之分的语言管理，但语言

管理者若仅仅考虑社会上部分语言群体的利益，

或只考虑社会上各语言群体在语言管理某一特定

过程中的利益，这些做法都是欠妥的。所以，颜诺

和诺伊斯图普尼提出“语言规划( 或语言管理) 为

了谁?”的问题，并指出“语言管理的过程是在充

满利益 冲 突 的 社 会 环 境 中 进 行 的”( Jernudd，

Neustupn 1987) 。
第四，语言管理的影响因素具有层级性。语

言管理的目标是解决语言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但

语言管理的制定与实施却受到众多语言之外因素

( 如政治、经济、文化等) 的影响。为此，诺伊斯图

普尼和奈克瓦皮尔( Neustupn，Nekvapil 2003) 认

为，语言管理与交际管理和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共

同形成一个层级体。语言管理处于该层级体的最

底层，而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则位于层级体的最高

层。在这个层级体中，上一层的管理更容易影响

下一层的管理。例如，要成功地“对捷克的罗姆

人教授捷克语”( 属语言管理) 就必须在捷克境内

“建立捷克族和罗姆族人之间共同的社会网络关

系”( 属交际管理) ，而要在捷克境内成功地“建立

捷克族和罗姆族人之间共同的社会网络关系”就

必须“为捷克的罗姆人提供工作”( 属社会政治经

济管 理) ( Nekvapil，Nekula 2006: 312 ) 。再 如，

“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内教授英语的最好方

法”( 属语言管理) 就是“修筑更多的公路”( 属社

会政治经济管理) ( 斯波斯基 2011: 18) 。可见，语

言管理者在解决语言问题时还需要交际管理和社

会政治经济管理的帮助，成功的语言管理取决于

管理者对“微妙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理解( Fish-
man 1983: 109) 。正因为如此，所以，颜诺和诺伊

斯图普尼认为“语言管理的一个弱点是它向来对

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程度较低”( Jer-
nudd，Neustupn 1987: 71 ) ，而 斯 波 斯 基 ( 2011:

10) 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要维持语言的多样性不

是靠语言政策，而是要靠社会政策”。尽管如此，

但在语言管理的层级体中，上一层的管理不会自

动地 产 生 下 一 层 的 管 理 ( Neustupn，Nekvapil
2003) ，例如，一个国家具有社会政治经济管理，

但这不等于说该国具有交际管理和语言管理。因

此，语言管理虽然处于该层级体的最底层，但其地

位与作用却是其他层级的管理无法替代的，我们

需要发展语言管理。
第五、语言管理的执行具有领域性。语言管

理的执行主要是通过社会网络或言语社区来实现

的。费什曼( Fishman 1972 ) 提出过语言域概念，

并认为语言域的分析离不开对文化场景( cultural
scene) 或社会语境( social context) 、参与者及话题

的分析。后来，斯波斯基( Spolsky 2009) 对该理论

的应用进行细化: 他认为语言管理可以体现在各

个领域的社会组织( 即语言域) 中，而且每个语言

域都包含地点、参与者和话题 3 要素; 他还提出并

分析以下 10 大语言域的语言管理: 家庭域、学校

域、工作域、公共域、司法医疗域、宗教域、军队域、
语言活动者群体域、政府域和超国家组织域。任

何一个语言域都具有自己典型的物理空间，这通

常就是该语言域的名称。参与者可分为管理者和

被管理者，但他们的角色是动态的，任何个体在不

同的语言域中会以不同的角色出现。例如，一个

父亲在家庭域中是语言管理者，但在工作域中是

被管理者。此外，有些角色还存在相互冲突的现

象。例如，父亲在儿子的公司上班，在家庭域中，

父亲管儿子，但在工作域中，儿子管父亲。话题就

是在一个语言域中谈论的内容。语言域决定话

题，话题有时会影响说话者的语言选择。例如，当

雇主和雇员从工作话题转向社会话题时，他们使

用的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 ( Gumperz 1976 ) 。而

且，有些话题可能用 X 语言表达要好于用 Y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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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Fishman 1972) 。尽管这些语言域形成各自

相对独立的语言使用空间，但小语言域( 如家庭

域) 更容易受到大语言域( 如政府域) 的影响，因

此，各语言域的管理都具 有 跨 情 景 ( trans-situa-
tional) 和跨交互( trans-interactional) 的特点( Nek-
vapil 2009，2016) 。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各个领域的语言管理都会对其他领域的语言管理

带来影响，大多数失败的语言管理都是因为某一

领域的语言管理者忽视了其他领域语言管理的存

在( 斯波斯基 2016: ii) 。毋庸置疑，在语言管理现

象复杂，而语言管理理论不多并零散的情况下，从

语言域的角度来分析语言管理是比较科学的，而

且具有可操作性。

3 语言能否管理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知道语言管理的客体或

对象是语言使用者和语言本身。首先，语言使用

者是人，而人有理性的一面，故语言使用者是能够

管理的。其次，语言是为了人类的交际而被创造

出来的一套符号系统。语言自身不会发生任何变

化，它的创造、培育和应用都是由人类来完成和掌

控的。也就是说，语言的任何变化都是由人类引

发的，脱离了人，语言也就没了生命。所以，语言

本身的管理其实还是语言使用者的管理，既然语

言使用者是可以管理的，那么，语言本身也是可以

管理的。
尽管历史上有不少语言管理失败的案例，但

也有很多成功的典范。何况语言管理失败的案例

不足以证明语言不能管理，正如喝酒致命的案例

不足以证明酒不能喝一样。此外，鲁宾和颜诺

( Ｒubin，Jernudd 1971 ) 曾经编辑著作《语言能规

划吗?》，该书编者通过若干作者对一些国家( 如

爱尔兰、以色列、菲律宾等) 具体语言规划的描述

与分析验证语言能够管理。再说，如果语言不能管

理的话，那么，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语言管理

机构( 如法兰西学术院、英国文化委员会和中国的

国家语委) 和语言管理人员? 为什么学术界还会不

停地探索语言管理现象和语言管理理论?

4 语言是否需要管理
从人类的语言选择来看，语言使用者和语言

都需要管理。人类在开发或使用语言前需要做出

众多的语言选择: 从个人层面来说，单语人需要对

语言的内容( 如发音、选词、文体等) 做出选择; 双

语或多语人除了对语言的内容进行选择外，还需

要做出使用哪种语言或方言的选择。从社会层面

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多语( individual plu-
rilingualism) 、社会多语( social multilingualism) 、群
内多 语 ( intragroup multilingualism ) 和 群 际 多 语

( intergroup multilingualism) 现象越来越多，即个人

语库和社会语库越来越复杂，语言竞争越来越激

烈。面对如此复杂的语言生态，社会众多部门在

进行语言交际或提供语言服务时都需要做出各种

有关语言的选择。上述语言选择行为不管是自愿

的，还是应别人的要求而被迫做出的，它们都属于

语言管理行为。
从人类的语言使用来看，语言使用者和语言

都是需要管理的。首先，语言是资源，它具有开发

价值，并需要管理。语言若管理得好，将有助于人

类提高国内及国际间人们的“交际效率”，“减少

浪费”，增强人们的“集体意识和民主意识”( Jer-
nudd，Das Gupta 1971: 211 ) 。其次，语言的使用

必须遵循语言的规约性，但人类在使用语言时难

免会犯一些“偏离”语言“规范”的错误，此时，这

些错误需要得到匡正，语言匡正即语言管理。
从语言的社会属性来看，语言使用者和语言

都是需要管理的。语言使用者是社会的人，具有

很强的社会性，而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属于社会现

象。一般而言，自然的东西可以不加管理，但社会

现象是需要管理的，否则就会影响到社会的有序

发展。例如，天然林无需人工管理也行，但城市花

园则一定需要园丁的精心护理，否则花园就不能

按照人的意图来布局和生长。同理，对具有社会

属性的语言使用者和语言本身若不加管理，就可

能出现语言使用混乱现象，进而影响人际交流和

语言发展。
从语言的众多案例来看，语言使用者和语言

都是需要管理的。每个国家的国语都经历过一代

又一代人对它们的管理才“长”得如此的“强壮”，

从而为人类的思维和交际提供服务。现在，无论

是欧盟的语言法( Dovalil 2014 ) 、跨国组织( Lau-
ring，Selmer 2012) 和跨国公司( Sharp 2010 ) 的语

言使用，还是各国的语言生态，如捷克( Nekvapil，
Nekula 2006) 以及印度尼西亚( Arka 2013) 的语言

生态，它们都是在语言管理的状态下健康发展起

来的。
尽管语言需要管理，但并非所有的语言现象

都需要管理( Nekvapil 2000: 166) 。不当的语言管

理或过度的语言管理都会影响语言使用者的交流

以及语言自身的发展。语言管理的关键是，语言

的管理需要符合人性，即符合人类对语言使用的

普遍规律和要求，语言的管理还需要符合语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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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发展规律以及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为此，

语言管理要以语言的科学研究成果及社会的现实

状况为基础，以便确保语言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都

是科学的，而不是盲目的。

5 如何看待语言管理
斯波斯基( 2011: 250) 认为，语言政策的研究

者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类，“乐观派相信语

言管理是可行的，而悲观派则认为语言的使用是

无法控制的”。这两派的观点从某些角度来看都

有道理，但我们既要看到语言管理的可行性，也要

想到语言管理的复杂性。为此，我们在看待语言

管理时至少应该注意到以下 3 点:

第一，不要持语言中心主义( linguicentrism)

的观点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管理。语言中心主义是

指在语言管理的研究、实施、解读及期待中只考虑

语言因素，而淡化甚至忽视语言之外的众多影响

因素。事实上，语言管理还受到许多非语言因素

的影响，语言管理者及被管理者都不是生活在唯

语言的真空中。正如斯波斯基( 2016: iii) 所言:

“我们在对待语言问题时需要从更全面的社会和

政治背景来考虑。在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上，人

类还面临着诸如冲突、战争、疾病、饥荒、屠杀以及

环境恶化等难题，如果我们把语言问题与这些人

类难题相比，那么语言问题就会显得非常渺小!”
因此，我们不能仅从语言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语

言管理，否则我们就容易把语言问题扩大化，并高

估语言管理的作用。语言管理的研究要采用综合

方法，以便考虑到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第二，不要因为语言管理目前无法进行数学

式的研究就低估语言管理的功能。语言管理理论

模式的作用是找出影响各个语言管理域中“影响

语言管理的相关因素和动力”，以便于我们可以

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语言管理现象。但我们

能否超越这种解释性的语言管理理论模式，而提

出一种“数学式的语言管理理论模式”呢? 而且，

这种理论模式“能够预测语言管理的未来发展趋

势并经得住检验”( 斯波斯基 2016: 347 ) ，答案显

然是否定的。因为社会语言生态非常复杂，变项

太多，语言管理者、被管理者、社会和语言都在不

停地变化。尽管目前我们对语言管理还缺乏深度

了解，语言管理理论尚不完善( Ammon 2010 ) ，但

我们要明白语言是能够管理的，也是需要管理的，

其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第三，不要用简单的奎堡那( cui bono) 论证

法来解析语言管理。奎堡那论证法认为某些人由

于在某一情景中受益，那么他们肯定就是该情景

的主宰者。这种论证法容易使我们得出不正确的

结论，所以，费什曼( Fishman 1972 ) 曾经警告说，

我们需要从实证的角度结合每一个语言社区的具

体情况来理解语言域和语言管理。事实上，语言

管理的每个过程都与社会上的某个特定群体或个

人的众多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有必要综合分

析语 言 管 理 中 所 涉 及 到 的 不 同 利 益 ( Jernudd，

Neustupn 1987) ，而不能简单地把利益与管理者

划等号。我们需要从生态法( ecological approach)

来看待语言管理，采用多级分析法( multilevel a-
nalysis) 来研究和理解语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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